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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体面工作者职业污名的作用机制及其应对策略* 

张光磊  黄  婷  殷向洲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0) 

摘  要  “非体面工作”是指在身体上令人不悦、社会认知程度不高的工作, 或者与我们道德观念中更英雄主

义的东西背道而驰的工作类型。通过回顾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职业污名的相关文献, 对非体面工作和职业污名

的概念内涵进行划分与辨析; 基于认知评价理论构建了职业污名威胁感知过程模型, 探讨了非体面工作从业者

职业污名的前因、评估、应对策略以及可能产生的潜在后果; 提出了未来潜在研究方向：(1)从动态视角探索职

业污名的来源; (2)结合个体和情境因素探索职业污名管理的作用路径和作用效果; (3)考虑多样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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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垃圾清理工、清洁工、外卖员、屠夫、殡葬

师、卡车司机……在新冠疫情期间, 这些昔日并

未被人关注的工作及其从业者突然凸显在世人眼

前。这些工作的共同点是其工作的本质被社会大

部分人认为是 “不体面的 ”(Ashforth & Kreiner, 

2014b)。当“不体面”广泛地覆盖了工作的方方面

面, 社会公众倾向将该职业视为“非体面工作”。社

会将非体面工作委派给相应的职业群体, 并将这

些群体污名化, 从事该职业的群体会被视为“非体

面工作从业者” (Ashforth & Kreiner, 1999)。 

现实生活中, 类似豪车男开窗抛物被阻而羞

辱环卫工的新闻不绝于耳。这类事件既是非体面

工作从业者污名化后处于弱势地位的一个缩影 , 

也折射出其面临的职业困局。事实上, 除上述以

外,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还面临

着众多的问题：清洁工的隐形体验 (Rabelo & 

Mahalingam, 2019)、动物收容所工作者的压力及

疲劳(Baran et al., 2012)、卫生保健工作者的经济

脆弱性(Hartz & Wright, 2019)。而这些问题的来源

则是职业污名, 职业污名(occupational stigma)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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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对于职业的负面社会评价。职业污名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身份管理策略上——非体面工作从业

者如何做才能让自己感觉更好, 他们有什么规范

性和说明性的资源来做到这一点, 以及什么破坏

了他们 “净化 ”自己的努力 (Ashforth & Kreiner, 

1999; Barros, 2018; Benoit et al., 2020; Bosmans et 

al., 2016; Gunby & Carline, 2020)。职业并没有高

低贵贱之分, 相反正是由于不同的工作才能保证

社会的正常运转。职业污名对于职业的发展和成

员的职业生涯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阻碍组织或行

业的发展, 如何改善职业污名现状是企业面临的

重要难题。 

尽管学术界已经关注到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职

业污名的问题, 但多数研究是基于西方学者开展

的, 国内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同时现有非

体面工作从业者职业污名相关的研究多采用定性

研究方法, 聚焦于单一职业, 缺乏对既有研究成

果的整合性解读(Ashforth et al., 2017; Zhang et al., 

2021)。此外,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职业污名现象尚

存在内涵本质不清、成因、作用机制不明确的问

题, 阻碍了对职业污名的深化研究。本文旨在了

解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在感知职业污名威胁的心理

过程, 目标是构建一个职业污名感知的过程模型, 

对国外职业污名相关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 首先

界定非体面工作和职业污名内涵, 然后对职业污

名的前因、管理策略以及影响后果等多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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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最后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以期推动

有关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职业污名的研究。 

2  非体面工作及其从业者职业污名的内涵 

2.1  非体面工作 

不同学科分类中, 对非体面工作的认知和理

解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社会学家 Hughes (1951)最

先提出“非体面工作”的概念, 指员工被分配去做

那些在身体上令人不悦、社会认知程度不高的工

作, 或与我们道德观念中更英雄主义的“东西”背

道而驰的工作。基于相关文献的阅读和归纳, 本

研究从以下视角——客观工作特征、主观认知和

权变视角, 对非体面工作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

非体面工作的内涵界定汇总如表 1 所示。 

客观工作特征视角的研究认为, 非体面工作

是工作内容属性的客观表现。基于 Hughes (1951, 

1962)的研究成果, Ashforth 和 Kreiner (1999)根据

不同的职业或角色明确定义了三类非体面工作：

身体非体面、社会非体面和道德非体面等工作。

具体来说, 身体非体面是由于直接接触垃圾、死

亡、污水等物质, 或在有毒、危险条件下工作; 社

会非体面是由于经常接触被污名化的人、群体 , 

或与他人存在仆从关系; 道德非体面是由于其工

作被认为是罪恶的、道德有问题的, 或经常涉及

欺骗、侵入、违背礼仪规范等不当手段。最近的

研究考虑了情绪非体面类型, 其特征是组织强制

或职业规范的情绪表现或缺乏 (例如 ,  客服 )  

 

(Rivera, 2018; Simpson et al., 2016)。Kreiner 等人

(2006)根据工作任务水平对非体面工作进行划分, 

对职业中涉及非体面任务的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

进行比较。广度指的是非体面任务所占的比例 , 

或是非体面的中心位置与职业身份的比例。深度

指的是非体面的程度, 或是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直

接接触非体面的程度。 

主观认知视角的研究认为, 非体面工作是外

部观察者或从业者对于工作的消极评价或感知。

Emerson 和 Pollner (1976)拓展了 Hughes (1951)对

非体面工作的定义, 将工作中被嫌弃、不受欢迎

或挑战从业者自我形象的方面包括在内。他们发

现当精神病医疗人员不得不对病人采取强硬的镇

定措施时, 非体面工作的描述就出现了。Morales

和 Lambert (2013)将非体面工作细分为不洁的工

作(unclean work)和受污染的工作(polluted work), 

不洁的工作指的是与从业者所声称的身份不相容

的任务, 受污染的工作指的是与工作声望有关但

在特定情况下却有辱人格的工作。“非体面”是一

种社会建构, 它不是职业本身或人本身固有的东

西, 而是由人赋予的(Ashforth & Kreiner, 1999)。 

权变视角的研究认为, 非体面工作是特定情

境下外部群体对工作的差异化认知。Dick (2005)

对非体面工作给出了一个更准确的定义, 认为没

有职业本身是非体面的, 但考虑到某些任务可能

被普遍认为是非体面的, 非体面的意义远不止物

理意义, 其本质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工作被视为 

表 1  非体面工作的定义 

研究视角 代表人物 概念内涵 

Ritzer & Vvalczakv, 1977 职业违背以下任一标准将会被视为偏差职业：1)非法的, 2)不道德的, 3)不当的。

Ashforth & Kreiner, 1999 在身体、社会和道德上受到污染的职业。 

客观工作特征 

Kreiner et al., 2006 几乎所有职业都涉及某种形式的非体面工作, 不同职业非体面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不

同。 

Hughes, 1951 那些可能被认为是令人不悦或社会认知程度不高或与我们道德观念中更为英雄主义的

的“东西”相反的工作 

Emerson & Pollner, 1976 可耻、不受欢迎或挑战从业者自我形象的工作 

主观认知 

Thompson & Harred, 1992 所从事的职业被社会其他成员视为有问题的 

Dick, 2005 非体面工作的位置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一个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认为职业

的非体面方面可能与他人所认为的非体面不同 

Stacey, 2005 除了字面意义上的物质非体面, 还包括哲学层面工作的世俗性和重复性 

权变 

Kreiner et al., 2006 非体面工作的归因来源于个人、群体和亚文化特有的好恶 

注：根据相关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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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体面的程度与外部环境有关, 人们对非体面工

作的看法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Ashforth et al., 

2014a)。非体面工作的位置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改变,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认为职业的非体面方

面可能与他人所认为的非体面存在差异 (Dick, 

2005)。事实上, 非体面工作的归因来自个人、群

体或亚文化的特有好恶(Kreiner et al., 2006)。 

尽管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非体面工作的内

涵进行了表述, 但大多研究者仅在特定情境下界

定非体面工作, 并没有全面辨别非体面工作的内

涵与外延。另外, 现有研究主要围绕非体面工作

的客观工作属性层面,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认知、

情感层面进一步挖掘非体面工作的内涵。 

2.2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职业污名 

职业污名是赋予从事某种职业角色的个人或

团体的一种不可信的属性(Pinel & Paulin, 2005)。

职业污名是由社会建构而来的, 它源于社会上一

种主流观念, 即体面就等于好, 非体面就等于坏

(Ashforth et al., 2017; Douglas, 1966)。当工人们从

事非体面工作时, 职业污名就会附着在他们身上, 

使他们丧失了某些社会交往的资格, 从而导致身

份 贬 值 和 其 他 负 面 的 社 会 后 果 (Ashforth & 

Kreiner, 1999; Hughes, 1962), 这一过程被称为

“污名化”。身体、社会和道德等三种非体面工作

形式分别对应非体面工作从业者所面临的身体、

社会和道德污名。 

尽管以往文献表明, 职业污名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非体面工作(Ashforth & Kreiner, 1999; Dick, 

2005; Shantz & Booth, 2014; Zhang et al., 2021; 周

晔, 黄旭, 2018), 但二者却有本质区别。主要表现 

 

在两方面：一是定义视角不同。非体面工作主要

是根据工作内容的特性来定义, 而职业污名主要

是从认知视角来定义, 是外部群体和观察者对职

业形成的负面刻板印象(蒋昀洁 等, 2020); 二是

两者的因果关系。职业污名主要来源于个人和群

体所做的非体面工作, 而不是来源于个人和群体

本身的特征(Kreiner et al., 2006)。换句话说, 由于

非体面工作的某些特性不合时宜, 违背了社会秩

序, 从而受到外界的污名化。无论个体的其他特

征、品质如何, 一旦其参与到非体面工作中, 他人

倾向将其与职业相关的负面刻板印象相联系。 

有关污名的文献涉及多个分析层面, 包括个

人、职业、组织或行业, 但相关的文献大多是孤

立的(Pescosolido & Martin, 2015; Pollock et al., 

2019)。从概念演化上讲, 其他污名是个体污名的

延伸, 现有文献并没有深入探讨不同层面污名的

区别, 以及污名间的相互影响。针对这一情况, 本

文借鉴 Devers 等人(2009)和张斌等人(2013)的文

章, 从生成、管理与传播三个维度对个体污名、

职业污名和组织污名做了区分(如表 2)。 

3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职业污名的前因 

3.1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职业污名的来源 

职业污名源自职业对社会规范的显著违背 , 

学者们倾向认为职业污名与社会秩序(强制执行

规范)、人口生存(避免疾病)以及权力斗争(群体竞

争)的结果有关(Benoit et al., 2018)。职业污名作为

污名研究的一个分支, 我们从宏观、中观和微观

层面梳理职业污名的主要驱动因素。 

宏观层面的因素主要指法律/法规/社会政策 

表 2  不同层次污名的区别 

 个体污名 职业污名 组织污名 

生成条件 疾病或身体缺陷等身体

特征;  

种族或性别特征; 

越轨或行为不一致等行

为特征 

身体、社会或道德非体面等工作特征; 

特定的个人事件;  

特定的文化规范 

特定的事件(如破产、丑闻或经营失败); 

特定的行为或选择(如盈余重述、商业模式);

特定的行业(如烟草制造业); 

特定的产品或产地 

预防与消除 难以预防和消除(除部分

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信

念或医学治疗消除外) 

多数可以通过离职来消除(除部分涉及

道德非体面工作具有污名粘性) 

多数可以通过剥离违规部分、解雇当事员

工以及解释性说明来消除 

广泛传播 无需特定的环境 , 且污

名标签会长期存在 

需要特定的环境(如道德非体面相较于身

体或社会非体面工作更不被人所接受)

需要特定的环境(如低技术、稳定企业的失

败不如高科技企业的失败那样容易被接受)

资料来源：Devers et al., 2019; 张斌 等,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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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文化环境因素, 这些因素会影响外部群体

对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进行职业污名归因。正如

Link 和 Hatzenbuehler (2016)指出：“政策以多种方

式与多个群体的污名感密切相关, 法律、法规和

政策是结构性污名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对某些

职业乱象提出的公开批评也间接导致职业污名的

产生。由于政府角色的特殊性, 政府对部分职业

害群之马做出的权威判断, 相关媒体和公众将效

仿权威政府的立场, 促使其他人给职业贴上负面

标签 , 从而加剧职业污名化的进程(Wang et al., 

2020)。 

社会文化环境包括社会文化、习俗、道德观

念以及公众价值观等, 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强烈地

影响着人们对非体面工作的认知。职业污名在跨

文化中普遍存在, 国家文化环境提供了一种包罗

万象的意识形态。例如, Hadley 等人(2007)发现某

些国家的护理人员常常被认为是道德非体面的 , 

护理人员的工作包括与陌生人(尤其是男性)的身

体接触和在夜晚执勤等 , 由于宗教和文化信仰 , 

公众将护理活动与商业性工作相联系, 导致了该

国护士职业污名的出现。社会的价值观念在职业

污名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 殡葬职业

提供了处理死者的方法, 但因殡葬人员所执行的

任务超越了社会价值观念中的道德界限从而导致

殡葬职业的污名化(Dick, 2005)。 

中观层面的因素主要指媒体的影响。媒体为

公众提供精心策划的信息, 将注意力集中在特定

主题上, 媒体通过其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塑造社会

对职业的评价(Pollock et al., 2019)。Li 等人(2020)

的研究发现当媒体频频报道导游强迫游客购买礼

品从而获得高额回扣和佣金等负面新闻, 给导游

职业贴上“不好”、“脏”等标签, 显著增强了公众对

导游职业污名的感知。另外, 媒体更多的是构建

事件的一个版本, 在构建和传达信息时不断进行

说服和论证以支持自身观点的正确性, 而忽视了

其他版本。 

微观层面的因素主要指公众、非体面工作从

业者和工作的非体面属性的影响。公众和非体面

工作从业者的心理、动机及行为间接推动职业污

名的形成。公众对某些职业持有负面态度, 并在

与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互动中以一种真实和频繁

的方式展现出来, 加剧了职业的污名性质。个别

从业者的消极行为造成的负面效应达到临界值时

也会导致职业被污名化。若公众将个体“害群之

马”的恶劣行径扩散到群体 , 会引发职业污名和

偏见的产生。同时, 以往研究中有证据表明, 非体

面工作从业者(有意或无意地)也将与他们工作相

关的、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污名化观念固化。例如, 

Mikolon 等人(2020)研究发现当销售人员(道德非体

面)采用社会比较策略时, 反而会验证外部互动对象

对职业的负面刻板印象预期, 并增强销售职业最初

的道德污名。 

工作的特定非体面属性直接推动职业污名的

形成。具体来说, 工作中的非体面特征包括身体

非体面、社会非体面和道德非体面。社会对工作

非体面特征的消极看法转移到从事相关工作的群

体上, 职业污名就被附着于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身

上。无论是涉及单一维度非体面还是多维度非体

面的职业活动, 职业工作内容的污名化会促发消

极的情感和行为反应。正如处理垃圾、动物体液

或者排泄物被认为是非体面的和令人不悦的, 大

多数人排斥和拒绝涉及清除物理污垢的职业。非

体面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物理层面, 也包含对有序

关系的破坏。例如, 一些职业的工作内容违背社

会道德法则, 社会通过对这些职业进行污名化以

处理非体面给社会分类造成的混乱或矛盾, 进而

维护理想的社会秩序(Dick, 2005)。 

综上所述, 驱动职业污名形成的因素包括：

宏观因素(法律/法规/社会政策和社会文化环境)、

中观因素(媒体)和微观因素(公众、非体面工作从

业者和工作的非体面属性), 如表 3 所示。以往对

职业污名来源的研究较为零散, 缺少系统性整理

和归纳 , 对污名来源背后的逻辑关系认识不足 , 

使得职业污名的研究缺乏定量和系统性研究。 

3.2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职业污名的特征 

职业污名涉及一系列特征, 在不同的社会环

境中会引起不同的反应, 塑造并影响着公众对于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看法(Ragins, 2008)。本文主

要梳理了四种与职业污名相关的特征：可见性、

可控性、中心性和破坏性。 

可见性指的是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职业污名

在社会交往中可以被隐藏或伪装的程度(Crocker 

et al., 1989; Zhang et al., 2021)。工作角色经常是

可见的, 尤其是在工作是身份核心组成部分的社

会中, 但个体可以通过隐藏非体面工作职业身份, 

从而达到职业污名的低可见性。值得注意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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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职业污名的来源 

类别 具体内容 

法律/法规/社会政策：司法部门对某些道德非体面工作者行为定罪是对其职业普遍污名的反映, 职业中涉及的

道德问题越多较容易招致污名化。 

宏观因素 

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文化、习俗、道德观念以及公众价值观影响着公众对职业污名的认知 

中观因素 媒体：媒体对于某一特定职业的描述会影响公众对从业者的评价, 一个有影响力的媒体所报道的有关职业负

面新闻更容易促使公众对职业污名的感知。 

公众：公众对职业的性质、地位和价值的负面评价, 加剧了职业的污名性质, 并在人际互动中以真实和频繁的

方式表现出来。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当违反职业规范的从业者数量达到一定临界值, 会影响观察者对从业者的评价态度, 越多

观察者对职业持有负面评价会造成职业污名化,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有意或无意地)也将与他们的工作相关

的、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污名化观念固化。 

微观因素 

工作的非体面属性：工作的特定非体面属性直接推动职业污名的形成, 包括身体非体面、社会非体面和道德

非体面。 

注：根据相关研究整理 

 
职业污名的可见性维度并不像其看起来那样不可

渗透。一方面,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可以决定向他

人表达自己的群体归属感, 或者通过使用外部指

标(如服装/非语言行为), 来让群体归属感变得可

见; 另一方面, 人们也可以通过观察这些指标来

推断一个人隐藏的内容。 

可控性是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被认为对引起、

拥有或维持职业污名负有责任的程度 (Ragins, 

2008; Bruyaka et al., 2018; Zhang et al., 2021)。对

可控性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对非体面

工作从业者选择职业的归因。当观察者认为非体

面工作从业者是基于兴趣和性格而选择职业, 则

个体可以控制其工作的开始和继续; 相反, 当考

虑到外部情境的约束, 如萧条的劳动市场和紧迫

的经济需求, 观察者倾向认为非体面工作从业者

无法控制职业的选择。对于职业污名是否可控影

响着人们对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态度, 人们更容

易对无法控制的职业污名的个体产生同情, 而指

责和排斥那些拥有可控职业污名的人(Bruyaka et 

al., 2018)。 

中心性指被污名化的属性或实践与非体面工

作从业者核心身份的接近程度(Law et al., 2011; 

Zhang et al., 2021)。个体的自我概念与一个或多个

身份有着复杂的联系, 当一个身份被价值化、频

繁使用并纳入自我概念时, 它就成为中心。同样

当职业污名成为一项职业的核心时, 它就是该职

业典型的持久特征(Ashforth & Kreiner, 1999)。中

心性不仅会影响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受到污名化的

程度, 还会影响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因职业污名而

产生消极情绪的程度。例如, Baran 等人(2012)对

动物收容所工作者的定量研究中, 结果显示频繁

执行非体面工作任务的人比那些不经常执行中心

非体面任务的人报告了更大的压力和更低的工作

满意度。 

破坏性指职业污名破坏社会互动和 /或从业

者被社会中其他人视为威胁的程度 (Liu et al., 

2013; Stone et al., 1992; Zhang et al., 2021)。正如

Douglas (1966)所指出的非体面象征着对任何社

会构成的有序关系的违背, 给社会关系带来不确

定性, 因此人们恐惧非体面工作会对自己产生负

面影响。同样有些职业污名并没有引起恐惧, 而

是在社会环境中产生了不安和不可预知的破坏性

反应。感知到的破坏性越大, 会加剧互动过程中

的风险评估, 对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人际交往造

成负面影响(Stone et al., 1992; Zhang et al., 2021)。 

4  职业污名对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影响 

以往研究考察了职业污名对非体面工作从业

者的影响, 总的来说, 职业污名会产生消极的后

果。这些结果可以分为三类：基于心理健康、工

作态度和行为以及人际关系结果。 

心理健康。以往文献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职

业污名对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 

并且这种影响往往通过非体面工作从业者体验的

压力、消极情绪展现出来(Baran et al., 2012; Rabelo 

& Mahalingam, 2019; Tracy & Scott, 2006)。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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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an 等人(2012)对动物收容所工作人员的定量

研究发现, 与不从事动物安乐死的非体面工作从

业者相比, 对动物实施安乐死的非体面工作从业

者报告了更大压力。事实上,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

遭受到的无视、歧视或排斥, 与职业相关的刻板

印象会引发消极情绪。例如, Rabelo和 Mahalingam 

(2019)在对 199 名大学建筑清洁工的开放式问题

中发现, 清洁工体验到自己和工作是隐形的, 从

而产生羞愧、害怕、焦虑以及悲伤等等负面情绪。 

工作态度和行为。职业污名可能会影响非体

面工作从业者体验工作的方式, 进而引起其工作

态度的变化以及激发外在的行为响应。现有研究

表明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职业污名感知与降低工

作满意度、工作意义感知, 以及与提高相对剥夺

感有关 (Bentein et al., 2017; Shantz & Booth, 

2014)。研究人员还调查了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职业

身份认同的问题, 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Ashforth 

& Kreiner, 1999; Kreiner et al., 2006; 张燕, 李贵

卿, 2017)。一方面, 由于职业污名, 非体面工作从

业者在工作场所难以建立积极的自我意识和获得

他人认可。另一方面, 一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定性

研究表明, 从事非体面工作的人往往会保持相对

较高的职业自尊和自豪感。例如, 屠夫因拥有一

项专业技能和能够满足顾客需求而对所自身职业

感到骄傲和认可(Simpson et al., 2016)。 

关于职业污名感知的行为后果主要研究了高

离职行为、反生产行为、职业倦怠和低任务绩效

等(Clough et al., 2019; Schaubroeck et al., 2018; 

Shantz & Booth, 2014; 周晔  等 , 2020;)。例如 , 

Pinel 和 Paulin (2005)研究发现具有较高职业污名

意识的大学里的女性文员、行政助理和财务人员, 

表现出较高的离职意愿。在对呼叫中心工作人员

的研究表明, 高核心自我评价的员工的职业污名

感知与职业认同呈负相关, 与组织生产偏差行为

呈正相关(Shantz & Booth, 2014)。由于工作中涉及

非体面属性的任务或职业污名管理的压力, 非体

面工作从业者的积极情感体验将受到影响, 甚至

伴随情绪衰竭、人格解体或由职业需求导致的个

人成就感下降等职业倦怠症状 (张燕 , 李贵卿 , 

2017; 周晔 等, 2020)。 

人际关系。在以往研究中突出了职业污名对

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 主要包括非体面工作从业

者在人际交往中感知社会孤立、不受尊重以及被

歧视等。例如, Bentein 等人(2017)有关楼栋清洁工

的研究发现, 由于收集垃圾、打扫厕所等非体面

任务以及工作的独立性, 清洁工常常感觉自己被

孤立和缺乏与他人进行有意义互动的机会。另外, 

大量研究表明, 职业污名促进了强大的职业文化

和群体凝聚力(Ashforth & Kreiner, 1999; Ashforth 

et al., 2007; Hamilton et al., 2019; Tracy & Scott, 

2006)。例如, Sanders (2010)研究发现兽医工作人

员通过分享对动物的喜爱, 构建强大的职业文化

以帮助其建立职业尊严。在面对职业污名威胁时,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倾向以“我们 vs 他们”的方式来

看待世界, 有助于保护积极自我意识。 

总体而言, 现有研究关于职业污名的影响结

果是复杂的。因此, 需要进一步对职业污名与不

同结果之间的关系进行额外研究检验, 以便为后

续的理论研究提供实证依据。 

5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职业污名的应对策略 

职业污名应对策略是指非体面工作从业者为

了缓解职业污名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一系列回应

的方式。非体面工作从业者通过这些策略试图管

理职业污名的归因和后果。既有职业污名的应对

策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 即个体策略和集体策

略。前者是在保持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地位关系

不变的情况下, 试图提高主体的个体地位; 后者

是试图提高内群体的地位, 即群体成员试图通过

改变群体之间的实际地位关系来获得积极的社会

认同。从层次来看, 既有策略主要有两类, 即认知

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策略。基于对文献的回顾, 本

文从改变的对象和层次两个维度将职业污名应对

策略分为 4 类(如表 4)。 

 
表 4  职业污名应对策略的类型 

改变对象 
层次 

个体 集体 

行为层面 个体流动性 

信息管理 

面对/回避外人的观念或行为 

社会竞争 

现实竞争 

认知层面 个性化 

情绪劳动 

重建职业意识形态

社会加权 

注：根据相关研究整理 
 

5.1  个体/行为策略 

针对个体/行为策略, 主要指非体面工作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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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与消极职业群体保持距离避免自身形象受

损、分散受众注意力或者采取主动行为改变他人

对职业的消极评价。常见的有三类：个体流动性、

信息管理和面对或回避外人的观念或行为。 

在本研究中个体流动性主要指非体面工作从

业者远离与其工作相关的“非体面”的对象、任务

或情境, 以作为保护自我积极意识的一种方式。

个体流动性的具体形式表现为离职、回避和责备

或远离客户/雇主。在工作中通过回避非体面工作

任务以避免他人的职业污名归因。例如, 医生将

清理患者伤口和术后处理等明显非体面的任务交

给护士, 从而使自己避免接触污物(Dick, 2005)。

此外,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可能会采取责备或远离

客户/雇主策略 , 这种策略主要包括责备客户/雇

主本身应该对污名的产生负主要责任或将自己与

客户/雇主分离以避免暴露在非体面工作环境中。 

信息管理策略涉及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积极地

管理或公开关于其职业污名的信息, 提高其在社

会互动中被接受的程度(Goffman, 1963; Zhang et 

al., 2021), 主要包括信息隐藏和披露两种形式。信

息隐藏 /披露是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应对职业污名

的重要策略, 主要原因是：(1)与有明显污名的人

不同,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可以隐藏职业污名以缓

解紧张的人际交往关系和避免歧视, 但隐藏职业

污名也会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和消极情绪(羞愧、

不安等) (Follmer et al., 2020); (2)披露的双重作用, 

一方面非体面工作从业者披露职业污名相关信息

后招致人际贬损, 另一方面披露可能带来的情感

和认知支持能够帮助非体面工作从业者有效应对

职业污名(Berkley et al., 2019)。信息管理过程的复

杂性受到个人、组织和情境因素等的影响(Follmer 

et al., 2020; Zhang et al., 2021)。 

面对或回避外人的观念或行为策略主要指非

体面工作从业者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对抗职业污

名, 并试图改变他人的观念或行为, 具体表现在

强调职业价值、反驳他人看法以及展现幽默。例

如, 家政服务人员通过直接拒绝雇主的不尊重行

为以维持自我的尊严感(Bosmans et al., 2016)。

Ashforth 等人(2007)发现非体面工作从业者采用

幽默方式对抗公众对职业污名化的事例, 幽默是

一种相对不具威胁性的方式, 鼓励非体面工作从

业者以戏谑的方式看待那些有问题的非体面工作

任务。同时, 通过自嘲式笑话和自我贬低的沟通

策略使个体更有可能免受外界的轻视而被公众积

极对待。 

5.2  个体/认知策略 

针对个体/认知策略, 主要指非体面工作从业

者通过重建个体认知的方式减少职业污名对自身

的消极影响。常见的有三类：个性化策略、接受

和情绪劳动。 

个性化策略指个体将关注点由职业身份转变

为个体自我身份(Tajfel & Turner, 2010)。尽管个体

可能仍从事非体面工作, 但不再将自己视为职业

群体的一员, 而是作为独特的个体。个性化策略的

具体表现形式为贬损和不认同, 例如, Schaubroeck

等人(2018)的研究发现当个体经历高水平职业污

名感知时, 将引发职业角色认同的不一致, 凸显

自我与职业群体的分离, 从而维持对自我的积极

感知。与个性化策略相反, 接受策略是将负面职

业身份作为自我的真实展现, 是一种消极的应对

方式, 包括接受自身的局限和容忍来自外界的污

名。虽然接受策略短时间内能保护自我意识, 但在

长时间内应用可能是有害的(Bosmans et al., 2016)。 

情绪劳动策略指非体面工作从业者使用或操

纵情绪来抵制职业污名的负面影响(Simpson et al., 

2016; Zhang et al., 2021)。该策略侧重将与职业污

名相关的消极情绪转变为积极情绪。例如, 肉类

检验员通过表达冷漠、无聊甚至自豪, 而非爱、

同情或沮丧, 以抵抗其大规模宰杀家禽的负面情

绪(Hamilton & McCabe, 2016)。另外情绪劳动不仅

适用于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自身的情绪表达, 还涉

及处理他人的情绪。例如, 诉讼律师不仅要照顾

当事人的情绪, 又必须与案件的情感方面保持距

离 , 以保持客观性 , 在这些相互矛盾的情况下 , 

Gunby 和 Carline (2020)指出律师倾向采用一种战

略性的抑制情绪的工作方式——“缓和的冷漠”。 

5.3  集体/行为策略 

针对集体/行为策略, 主要指非体面工作从业

者通过群体间竞争提高职业地位, 保护自尊免受

职业污名相关威胁的策略。常见的有两类：社会

竞争和现实竞争。 

社会竞争和现实竞争都是集体战略, 因为群

体成员通过提高其内部群体地位来提高自己的地

位——通过竞争获得对内部群体的积极评价(社

会竞争)或通过竞争获得有利于自身内部群体的

资源分配(现实竞争)。此外, 这两种策略都具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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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行为性, 因为它们与群体之间的积极竞争行

为有关。Ashforth 等人(2007)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社

会竞争的例子, 他们观察到, 从事非体面工作的

经理通过强调他们职业的价值, 并采取与职业刻

板印象相反的行动来改变他人对职业的看法。 

5.4  集体/认知策略 

针对集体/认知策略, 主要指非体面工作从业

者通过挑战职业污名的有效性以提高职业评价的

策略。常见的有两类：重建职业意识形态和社会

加权。 

重建职业意识形态策略是重新解释和理解职

业是干什么的以及它为什么重要 (Ashforth & 

Kreiner, 1999; Mikolon et al., 2020), 这种策略试

图通过改变对非体面工作职业群体的评价来提高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个人自尊, 主要包括重构、

重新校准和重新聚焦三种策略。首先, 重构职业

意义策略指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可以通过给工作注

入积极的价值和/或否定工作的负面价值, 试图将

职业污名正常化。例如, 垃圾收集工可能会声称

做资源回收工作以对抗职业污名(Hamilton et al., 

2019); 其次, 重新校准策略指非体面工作从业者

调整评估污名属性的隐含标准。例如, 医院清洁

工认为他们的工作对于病人的恢复至关重要 

(Ashforth & Kreiner, 1999); 第三, 重新聚焦策略

指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将注意力转移到职业中的非

污名化方面。例如, 惩教人员从他们的工资、退

休金和灵活的工作时间中获得满足(Tracy & Scott, 

2006)。重建职业意识形态策略往往会导致积极后果, 

比如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Levine & Schweitzer, 

2015)和提高职业自豪感(Just & Muhr, 2020)。 

社会加权是区分不同类型的外部人员并关注

社会或群体比较以抵抗污名的策略 (Ashforth & 

Kreiner, 1999)。通过重新定义或改变比较情境的

要素, 为职业群体寻求积极的独特性。非体面工

作从业者将外部人员区分为支持者和批评者, 并

采取支持支持者和指责批评者的策略。另一种选

择性社会比较策略是将自己(当前)的情况与群体

或职业中其他成员或是与自己过去的情况进行比

较。例如, Phung 等人(2020)发现 Uber 司机利用

Uber 技术的先进性有意将自己与出租车司机区分

开。尽管向下的社会比较能够为非体面工作从业

者脆弱的自我、自尊提供保护, 但类似这种污名

转移策略实际加剧了职业污名的分层(Phung et al., 

2020)。此外, Bosmans 等人(2016)对家政服务人员

的污名应对策略的研究中总结出内群体偏好、外

群体偏好以及污名内化等三种额外的社会加权策

略。内群体偏好指偏爱与内群体成员进行互动 , 

以及寻找内群体积极独特性以保护个体自尊。外

群体偏好指更乐意与外群体成员互动, 以及提升

外群体地位, 这往往会产生负面的自我意识。污

名内化涉及非体面工作从业者接受、内化外界对

其工作赋予的低社会价值, 属于一种适应不良的

应对策略。 

5.5  基于压力视角的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职业

污名应对策略框架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可能会面临被忽视、歧视

以及更普遍的身份威胁的情况, 而这些由于职业

污名所引致的消极后果被视为压力的重要来源。

基于上述研究, 运用认知评价理论(Lazarus, 1966), 

从压力视角构建了一个职业污名的综合过程模型

(见图 1), 该模型将非体面工作从业者职业污名的

前因、后果以及应对策略纳入其中。 

模型首先考虑了职业污名威胁的两种前因变

量：(1)职业污名来源方面, 即探究了宏中微观层

面因素是如何导致职业污名威胁; (2)职业污名特

征方面, 即将污名特征按可见性、可控性、中心

性和破坏性进行分类。其次, 考虑了职业污名感

知过程包括两个重要阶段：认知评估和应对。评

估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人们评估一种经历对他们

的幸福的重要性(初级评估), 将情况归类为威胁、

挑战或损失, 并决定如何应对它(二级评估)。鉴于

模型的简洁性原则, 本文只关注了威胁评估。评

估过程是心理压力和应对模型的一个组成部分 , 

它适用于将职业污名(一种压力源)评估为威胁。将

一种经历评估为威胁会促使个体追求预期的应对

反应, 以努力消除潜在的伤害。本文按照改变对

象和层次两个维度将应对策略划分为 4 种类型。

情境特征和个人特征会影响非体面工作从业者所

采用的职业污名应对策略, 由于非体面工作从业

者的研究主要采用人种学研究, 个体层面的差异

和情境因素的研究成果较少, 因此只在未来研究

展望部分进行了讨论。最后, 考虑了职业污名威

胁对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心理健康、工作态度与

行为和人际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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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压力视角下的非体面工作者应对职业污名的整合策略模型 

 

6  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职业污名感知的过程模型, 

研究职业污名是如何形成的、其造成的心理、态

度、行为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后果以及非体面工作

从业者是如何管理职业污名。本文提供了一条了

解职业污名的途径, 同时也指出了至少三个有趣

和重要的未来探索途径。 

职业污名的来源和动态化过程的探索。尽管

大多研究已经证明职业污名会给非体面工作从业

者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但是关于职业污名的来

源和其是如何出现的问题仍然没有被广泛探究。

可能的原因是, 在大多数情况下职业污名被系统

地嵌入到社会结构中。我们对职业污名到底是由

于职业本身还是因为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弱势地

位持有疑问。此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 非体面的工

作可以变得体面, 而体面的工作也可以变得非体

面。例如, 在美容手术行业最初的发展阶段, 因为

其工作本身违反了规范的期望, 从事该行业的人

也被认为是品行不端的, 而受到公众的侮辱和诋

毁。但随着强调美丽和个性的社会规范的产生 , 

美 容 行 业 也 越 来 越 受 欢 迎 和 被 接 受 (Adams, 

2012)。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理解社会地位、微

观实践和宏观过程是何时、为什么以及如何使得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体验到职业污名。我们鼓励未

来的研究采用纵向研究设计, 以检查不同类型和

来源的职业污名的形成过程。 

边界条件的探索。对非体面工作的研究大多

采用定性方法, 并且集中在单一职业层面, 对于

个体层面的差异和情境因素的考虑较少(Ashforth 

& Kreiner, 1999)。个体差异因素可能会影响非体

面工作从业者对职业污名的反应, 例如, 探索性

质性研究表明护理临终关怀者的坚韧度能够缓冲

其经历的心理痛苦(Ablett & Jones, 2007)。事实上, 

在同一职业背景下, 有些员工表现出更擅长处理

职业污名的特质, 在应对策略的选择上存在明显

的可变性(Ashforth & Kreiner, 1999)。例如, 自尊

心低和外部依赖性强的人可能更容易受到污名的

影响, 而那些年轻和缺乏经验的工人更容易为自

己参与被污名化的工作找到合理的解释(例如, 临

时工作、积累经验)。未来研究可以尝试追踪员工

的污名管理技能的学习曲线, 探索其应对职业污

名的变化过程。另外, 情境因素同样会调节非体

面工作从业者的认知和行为反应, 例如, 一项实

证研究检验了团队导向型的领导对员工非体面工

作感知和职业不认同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

(Schaubroeck et al., 2018)。换句话说, 当情境促使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减少关注职业对个人利益和自

我形象的影响, 以及当情境有利于发展职业角色

的有力概念时, 职业污名感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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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降低。未来研究可以考察组织情境因素是

如何帮助非体面工作从业者抵御职业污名。 

多样文化背景下的职业污名探索。由于职业

污名的社会建构特点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 都

会影响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对于职业污名的感知。

大多数关于非体面工作的研究是在西方背景下进

行的, 在强调独立和个性的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 

从事社会认知程度不高的非体面工作所造成的影

响可能更加严重, 因为他人更可能将从事非体面

工作解释为个人失败; 而在强调关爱他人和社会

的集体主义文化中, 他人将非体面工作从业者的

职业选择归因于为了社会正常运转做出的自我牺

牲。此外,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非体面工作从业者

应对职业污名所采取的策略有所差异。由于从事

非体面工作的污名本质上是对职业成员的自我和

社会自尊的集体层面的威胁, 而不是个人层面的

威胁, 因此在集体主义文化中, 个体更倾向于对

集体层面的威胁做出集体层面的反应, 比如构建

共享的职业意识形态和进行有利的社会比较

(Ashforth & Kreiner, 2014a); 而在个人主义文化

中, 个体对抗职业污名威胁的能力更弱, 倾向依赖

于被动防御策略 , 比如回避和个人流动(Ashforth 

& Kreiner, 2014a)。未来研究可在中国情境下探索

非体面工作从业者如何应对职业污名。如今经济

技术和人口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 探讨非体面工

作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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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 of dirty worker occupational stigma and its coping strategies 

ZhANG Guanglei, HUANG Ting, YIN Xiangzhou 
(School of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Dirty work" refers to occupational activities that are physically disgusting, that symbolize 

degradation, that wound the individual’s dignity, or that run counter to the more heroic of our moral 

conceptions. By review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occupational stigma of dirty worker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dirty work and occupational stigma are divided and differentiated. Based on 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 a perceptual process model of occupational stigma threat was constructed to explore the 

antecedents, assessment, coping strategies and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occupational stigma among dirty 

workers. Potential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1) To explore the sources of occupational stigma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2) To explore the path and effect of occupational stigma management based on 

individual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2)To consider diverse cultural backgrounds. 

Key words: dirty work, occupational stigma, self-awareness, cognit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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